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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瞿　 见① 

摘　 要： 传统契约文书的研究随新材料的大量刊布而不断发展， 但契约研究的一个基

础性问题， 即这些契约是如何制作的， 尚缺乏充分讨论。 在多数契约均为 “代笔” 的情

况下， 上述问题的重点在于考察契约的代笔方式为何。 就此， 清水江契约中的 “依口代

笔” 与 “依稿代笔” 可以成为分析的关键： 相较于旧说， 前者并非指 “依口录词”， 而应

被理解为 “依议写契”； 后者亦非 “照词抄誊”， 而是指依契约议定而完成草稿誊正。 据

此， 代笔写契的性质不应是 “听写” 或 “誊写 ／ 抄写”， 而是具备主体表达可能的 “书

写”， 代笔人的角色因而也远非 “打字员” 而已。 在此意义上， 契约并非完全是 “记录”，
而有可能是被 “书写” 的， 关于其性质的理解或应从事实记载转变为一种 “说法” 或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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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契约的代笔方式

（一） 代笔与契约书写

传统中国的契约是如何写成的？ 这是一个重要却颇为复杂的问题。 在面对契约文书时， 人们

常常关心和用力考证的是其中所写的内容是关于什么的， 即契约中存在哪些 “知识、 事实、 经

验、 想象”； 但是， 对于契约书写这一过程本身， 则容易视为理所当然而鲜少追问。① 然而， 使

“契约” 之所以成为一种 “文书” 的关键， 正在于常被忽视的 “书写”；② 抛却对这一过程的理

解， 对契纸上那些看似平实的记载或宣示的认知， 便可能陷入 “知其如是， 而卒不知其所以如

是” 的境地。③
关于契约书写的问题， 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探讨。 以书写者的角度而言， 契约可以大致分为

“亲笔” 和 “代笔” 两类。④ 前者指立契人自书契约，⑤ 后者则指契约书写由他人代为完成。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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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当时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 识字水平和契约知识的有限，① “代笔” 应是更为普遍的契约

书写方式。② 在此区分的意义上， “契约是如何书写的” 这一问题的主体部分， 应是对契约代笔

方式的探究。
一般而言， 代笔人代为书写契约所需要考量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采取何种契约格式

（ “契式” ）； 二则是如何确定并表达契约内容。 书写者的契约书写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契式

的熟稔， 合格的代笔人应可以依据业已习得的契式知识， 完成一份在形式上合乎规范的契约文

书； 但在契约内容的层面上， 代笔人显然无法完全预先掌握所需书写的条款信息。 虽然被称为

“活套”③ 的契约格式常显得过于 “制式化”，④ 以至于似乎没有给本应各具特色的契约内容留

下多少书写空间；⑤ 但恰因如此， 探究代笔人如何在被 “活套” 所限制的罅隙间腾挪操作， 则

更显重要。 在此意义上， 关于契约代笔方式的探求， 更在于讨论代笔人如何获知并择取契约相关

的事实与合意， 并以何种方式将恰当的信息记载在契约文本之中； 或简言之， 即讨论作为非当事

方的代笔人是如何书写契约内容的。 在契约形式与内容的二分中， 关于前一层面的问题， 既有研

究已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契式” 在契约书写中所发挥的作用，⑥ 而在后一层面问题上的讨论

则尚嫌缺乏。
（二） 清水江契约中的 “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关于契约代笔方式的讨论需要基于具体语境中的材料展开。 本文的主要研究材料是发现于黔

东南地区的清代清水江契约文书。⑦ 这些文书的一大特点是， 研究者可以在较为集中的若干村寨

中寻得数量较大的契约文书遗存， 并因这种契约生产的频密程度， 而有机会建构起关于契约书写

的历史情境———这对于常常面临材料缺乏的契约书写研究而言极为关键。 当然， 这种情境的建构

也有赖于大量契约之外的档案、 田野调查乃至文学叙事等多方材料的佐助， 本文的研究材料， 因

而也并不完全局限在清代的清江两岸而有所拓展。
在相对偏远的清水江苗侗地区， 寻求代笔人的帮助， 是当时识字水平有限的当地民众在需要

拟写契约时的常见选择。⑧ 但就契约的代笔方式而言， 契约文本本身其实并无法提供太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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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契约仅在结尾处以 “代笔某某”、① “代书某某”② 或 “某某笔”③ 等字样来表示该份文

书的书写方式为 “代笔”， 但就如何代笔则鲜少提及。 契约文本中可以视为对代笔过程之描述

的， 可能仅是部分契约中对上述 “代笔” 两字的有限扩展———在部分契约的代笔署名处， 会更

为详细地将简单的 “代笔某某” 加注为 “依口代笔某某” 或 “依稿代笔某某”。 就本文所要讨

论的契约代笔方式， 清水江契约中 “依口代笔” 和 “依稿代笔” 的契约惯用语， 正可以作为探

究的切入点。 显然， 相对于契约格式的择取， “依口” 与 “依稿” 均应更强调的是契约内容的依

据与来源。
然而， 清水江契约中用以描述代笔的 “依口代笔” 和 “依稿代笔” 的具体含义为何？ 其中

的 “口” 和 “笔” 在语境中究竟所指为何？ 进而， 由其所形容的契约代笔方式为何？ 这些都是

需要仔细检视的问题。 进一步， 借由对代笔方式的考察， 可以从更为一般性的层面上讨论， 代笔

人所参与的契约书写究竟是何种意义或性质上的书写， 并从中分析代笔人在契约与契约书写中的

角色； 这些层面的考察， 将有可能最终影响人们对契约文书本身的理解。 依据上述分析进路， 下

文将先以清水江契约中的 “依口代笔” 和 “依稿代笔” 为关键分别展开讨论， 随后尝试从一般

性的角度探讨契约代笔书写的性质， 借此重新检视契约中的代笔人角色， 并尝试重新理解契约文

书的性质。

二、 “依口代笔”： 契约的现场与 “依议写契”
（一） “代笔” 与 “依口代笔”
清水江契约中的 “依口代笔” 或 “依口代书”，④ 亦有写作 “依口书笔”⑤ “衣口代笔”⑥

“依代笔”⑦ “依口凭笔”⑧ “依口批笔”⑨ “以口代笔”�I0 “依口讨笔”�I1 “依口执笔”，�I2 或仅写

“衣口”�I3 “依口代”，�I4 或更为详细地写明 “依卖主口代笔”�I5 等的情况。 当然， 其他地域发现

的清代契约中也有注明 “依口代笔 ／书” 的情况，�I6 但常见程度显然不如更为简洁的 “代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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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民主编： 《天柱文书》 第 １ 辑第 ３ 册，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３１ 页。
贵州省档案馆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剑河卷》 第 １ 辑第 ４ 册，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９１ 页。
张应强， 王宗勋主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１ 辑第 １２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５９ 页。
张应强， 王宗勋主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３ 辑第 １０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１７ 页。
张应强， 王宗勋主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１ 辑第 １２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１３ 页。
参见张传玺主编： 《中国历代契约文书粹编》 下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２３１ 页、 第 １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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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我某某让某人口述写的 （这件文书） ”， 而且， “这种套语所处的位置是契约正文或全文的最后一句话”。
参见刘戈： 《从 ｂｉｔｉｄｉｍ （我写了） 看回鹘人的文化》， 载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新疆史文集：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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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相较于 “代笔 ／书”， 标明 “依口代笔 ／书” 的契约常显得特殊， 以至于让人感觉增加的 “依

口” 两字似乎是要在某一方面有所强调。① 较常见的观点是， 所谓 “依口代笔” 其实是一种代

笔者声明责任免除的说法： 代笔人之所以注明 “依口代笔”， “似乎意味着特别强调契字内容与

代笔人本身无关， 只是依照当事人约定书写”。② 此种情况下， 代笔人虽需署名， 但仅为 “代位

书写契字或执笔之人， 对契字的内容及日后发生纠纷， 不必负责”。③ 在清水江文书中， 也有学

者认为， 特别注明 “依口代笔” 是因为代笔人 “只负责 ‘代笔’ ”， 而对日后可能产生的纠纷

并不承担责任。④
上述观点可以从一些案例材料中得到印证。 清末 《汝东判语》 的一则判牍中， 曾提及契约

代笔人之责任： “周旭初不过代笔， 并非中证， 自来代笔者总是依口代书， 毋庸查明田屋坐落，
何足为凭？”⑤ 此处的论证逻辑是， 代笔者因其仅系 “依口代书”， 而非如 “中证” 一样有 “查
明田屋坐落” 等核查契约内容的义务， 故而被认为 “何足为凭”。 同样， 另一则民国年间的讼案

材料也可为佐证： “问： 欧国英， 证明什么事？ 答： 约是我代笔， 我是依口代书， 是时未见管良

成在场， 他们只说安上管良成一个作证， 其实， 当时我根本就认不得管良成。”⑥ 此处契约代笔

者的逻辑同以上相类： 虽然契约为其所代笔书写， 但代笔方式系 “依口代书”， 故而虽然他 “根
本就认不得管良成”， 当时也 “未见管良成在场”， 但因为 “他们只说安上管良成一个作证”， 也

便就 “依口” 地写入了未经查证的契约内容。⑦ 据此， 代笔人在署名前所加注的 “依口代笔”，
更像是其置身契约事外的宣言。⑧

当然， 也有观点认为， “宋元的契约中表示代为书写者多用 ‘依口代书人’， 明清以后多写

作 ‘代笔’ 或 ‘代笔人’ ”， 而这种变化是因为 “文书中词语的使用向着简化的方向前进了，
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原则”。⑨ 就此观点， 粗略考察 《中国历代契约粹编》 所收录的１ ４４１件自宋洎

清的契约，�I0 可以发现， 署明 “依口代书 ／代笔 ／书契 ／奉书” 等字样的契约占总体契约的比例是

呈下降趋势的： 其中， 宋代署 “依口” 之契约的占比为 １１. ７６％ （２ ／ １７）； 元代为 １０. ８４％ （９ ／
８３）； 明代为 １１. ３４％ （４４ ／ ３８８）； 而清代仅为 ２. １０％ （２０ ／ ９５３）。 并且， 以表 １ 清水江文书中所

见 “依口代笔 ／书” 等字样的清代契约比例而言， 亦呈现随年代推移而愈发少见的情况。 虽然样

本远非完整， 但此一大略趋势似乎印证了由 “依口代书” 而 “代笔” 的衍变实为契约用词之简

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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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亦有学者曾注意到两者的区别， 参见杜成材， 吕燕平： 《安顺屯堡民间契约画押形式初探》， 《安顺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郑宏基： 《从契字看台湾法律史上有关土地买卖的法律规范》， 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 硕士学位论文， １９９８
年， 第 ８１ 页； 转引自吴俊莹： 《台湾代书的历史考察》，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２０１０ 年， 第 ５８ 页。
张围东： 《认识藏品系列———台湾古书契》， 《台湾 “国家图书馆” 馆讯》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第 ２１ 页。
参见高聪， 谭洪沛主编： 《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第 １０３页。
《杨周怀等呈词判》， 载董沛 《汝东判语》 （光绪正谊堂全集本） 卷二， 第 ３ 页。
曾代伟主编： 《民国时期重庆法院审判案例辑萃》 上，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８１ 页。
契约文书中另有署 “遵依代笔” 的情况， 与之相类。 参见卞利： 《清代徽州棚民的结构组成与基层社会生态———
以清代嘉庆年间休宁县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为例》， 《中国农史》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上述例证中， 持论者都是从反驳或辩解的角度论证由于代笔者为依口代笔， 故而不
负有本欲加之其上的责任； 这并不代表持论者所主张的逻辑就是代笔活动本身的逻辑。
赵永明： 《徽州契约文书词汇的面貌及价值》， 《皖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参见赵永明： 《徽州契约文书
的语言特色》，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参见张传玺主编： 《中国历代契约粹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４３２－１８００ 页。



表 １： 《清水江文书》 所见 “依口代笔 ／书” 等字样清代契约文书

年　 代 份　 数 占　 比 文书编号

乾隆 ２２ ４０. ７４％

Ｃ－１－１２－３； Ｃ－１－１３－９１； Ｃ－１－１２－２３２； Ｃ－１－１２－２３３； Ｃ－２－１－００２；
Ｃ－１－７－１３２； Ｃ－１－１２－３１１； Ｃ－１－１２－３１３； Ｃ－１－１２－３１５；
Ｃ－１－１２－１３； Ｃ－１－１２－３１６； Ｃ－１－１２－２３８； Ｃ－１－１２－２１； Ｃ－１－７－６４；
Ｃ－１－７－１５； Ｃ－１－８－１７８； Ｃ－１－１－１１１； Ｃ－３－１０－３８９； Ｃ－１－１２－３３０；
Ｃ－１－８－２１； Ｃ－２－２－１３３； Ｃ－３－７－２３３

嘉庆 １４ ２５. ９３％
Ｃ－１－９－１９９； Ｃ－１－２－２１； Ｃ－１－３－２３； Ｃ－１－１２－６０； Ｃ－１－１２－２５８；
Ｃ－１－２－２５； Ｃ－１－３－３１； Ｃ－１－１２－２５９； Ｃ－１－２－２２１； Ｃ－１－７－６７；
Ｃ－１－３－４２； Ｃ－１－４－１５８； Ｃ－１－４－１５９； Ｃ－１－５－３４９

道光 ９ １６. ６７％
Ｃ－１－１２－２６７； Ｃ－３－７－２６９； Ｃ－３－１０－５１７； Ｃ－３－７－０６６；
Ｃ－２－４－４１４； Ｃ－１－１２－２９５； Ｃ－１－１３－１０； Ｃ－２－１０－２２６；
Ｃ－１－１２－１１３

咸丰 １ １. ８５％ Ｃ－３－７－３３１

同治 ４ ７. ４１％ Ｃ－２－１－３２９； Ｃ－２－１－３１８； Ｃ－２－１－２３４； Ｃ－３－３－１７３

光绪 ４ ７. ４１％ Ｃ－３－１０－２０１； Ｃ－１－８－９３； Ｃ－１－７－２５４； Ｃ－３－１０－１３８

总计 ５４ １００. ００％ —

　 　 数据来源： 《清水江文书》 第一辑 （１３ 册）、 第二辑 （１０） 册、 第三辑 （１０ 册）； 文书编号中的数字， 分别代表 “辑数－

册数－页数”， 编号排列顺序系按照文书的时间顺序。

据以上， 关于在契约结尾处署 “代笔 ／书” 或 “依口代笔 ／书” 的区别， 可以有两种理解：
其一， 以普遍程度而言， 后者所标明的是一种特殊的代笔方式， 即在一般情况下署 “代笔” 即

可， 而仅在特殊情况下需署明系 “依口代笔”； 其二， 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是后者在语言上

的简化方式， 或许仅为 “正式” 与 “略式” 之区别。 如属前一情况， 则表明在 “依口” 之外，
还应有另外更为普遍的代笔方式； 而后一情况则意味无论契约文字上是否注明， 实际中主要的代

笔方式本为 “依口”。 前述论及的关于代笔人的 “免责”， 并非因为契约中注明 “依口” 而得

“免责”。 因此， 可以将标明 “依口代笔” 视为一种对代笔者责任免除的强调或宣示， 但前者并

不是后者的充要条件。
（二） 契约的现场与 “依议写契”
“依口代笔” 的表述方式， 常易使人将其想象为一种照录口述的 “听写式” 书写。 这与其时

官代书 “做状” 中对口述之忠实记录的强调相类： “如系依口代写， 即注明 ‘代书作稿’ 字

样。”① 《大清律例》 提到： “内外刑名衙门， 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 考取代书。 凡有呈状，
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謄写”； 并且， “凡有控告事件者， 其呈词俱责令自作。 不能自作者， 准

其口诉， 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 从实书写； 如有增减情节者， 将代书之人， 照例治

罪”。② 此种代笔方式中的 “依口”， 语义上指依据被代笔者的 “口诉” “情词”，③ 在书写模式

·７８·

“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瞿　 见★

①

②
③

裕谦： 《再论各代书牌》， 《牧令书》 卷十八 《刑名中》， 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 《官箴书集成》 第 ７ 册，
合肥：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３９８ 页。 又如徽州格眼状中， 状词来源可写 “依口代书”。 参见郑小春： 《清朝
代书制度与基层司法》，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其与契约 “依口代笔” 之间是否存在前后影响的关系尚
待讨论， 但至少应有一定关联。
薛允升： 《读例存疑》 卷四十 《刑律·诉讼·教唆词讼》， 清光绪三十一年北京琉璃厂翰茂斋刊本。
关于 “情词”， 参见蔡艺生： 《从情词到口供： 我国情态证据制度的历史考察》，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上基本属于 “听写”， 即需依据 “口诉之词” 而无 “增减情节” 地 “从实书写”。① 因而， 或可

直接地将其表述为 “依口录词”。②
那么， “依口代笔” 是否是 “依口录词” 呢？ 依据字面解释， “依口代笔” 系指依据 “口”

而代为书写契约； 其所表明的是 “把口约文字化”， 即 “由原双方口头约定， 演变为请 ‘中证’，
具有 ‘立契存据’ 效力的字约”。③ 问题的关键在于， 所依之 “口” 究竟为何？ 研究者一般会将

此处的 “口” 解释为 “口述”， 即 “依据口述代替契约人书写契约”。④ 但紧接而来的问题是，
代笔者是依据谁之 “口述”， 并如何依据 “口述” 而书写的？

既往研究中， 一种理解认为， “依口代笔” 指依据 “立约人” 的口述而书写，⑤ 另一种则认

为系 “依照合约的双方口述所代书写”。⑥ 亦即， 存在依据一方口述或双方口述两种观点。 然

而， 此两种说法都存在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地方： 一方面， 契约内容一般涉及当事双方或多方的权

利义务安排， 仅依其中一方的 “口述” 书写似乎难以体现各方合意； 另一方面， 俗谓 “一人说

话众人听， 众人说话乱哄哄”，⑦ 可以想见， 代笔者实际并无法依据契约双方或多方的 “口述”
而落笔照录。

实际上， 官代书 “做状” 与契约代笔看似相类， 但存在实质差别： 前者的被代笔人只有

“控告事件者” 一方， 而后者的被代笔人应是至少两方 （即契约双方）。⑧ 亦即， 在官代书那里，
信息输出者是单数的， 书写者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因而是相对统一的； 而对于契约代笔人来说， 契

约当事双方及中人等角色的存在使得信息输出者呈现为复数， 但最终书写到契纸之上的内容却并

非多元， 因而其自然需要综合处理各方信息而完成某种一致性地呈现。 简言之， 这种 “一对一”
书写与 “多对一” 书写的区别， 使 “依口录词” 在契约代笔中不易实现。 由于信息输出者的复

数， 那种进阶式的 “听写”， 即某一方先 “口述大概内容”， 而后 “代笔人依据其口述进行适当

修辞， 书写文约”，⑨ 似乎也难成常态。
据此， 关于契约代笔方式的探究， 或许需要重回 “契约的现场”， 亦即契约内容在商议场景

中落定于契纸之上的过程。 但这种 “契约的现场” 却不易考察， 因为在 “契约文书本身形成固

定的文书格式之后”， “契约订立的场景， 包括双方商议的过程、 口头的约定甚至氛围等等” 已

难以在契约中得到反映。�I0 在一般的契约文本中， “惟有交易的内容， 但却丝毫没有涉及交易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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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学者认为， 所谓的 “随其口诉， 据实书写” （载方大湜 《平平言》 卷二 《代书》 ）， 是指 “此时的状词
实则是由官代书根据告状人的口诉一手草拟而成”， 故而亦尚存有 “草拟” 之过程。 并且， 书写状词时还区分
有 “做状人” 与 “写状人”， 前者 “多指的是状纸内容的构思创作人员”， 而后者 “则多指的是将写好的状文
誊录到官纸上的写作人员”。 故而， 其因存所谓 “构思创作” 的过程， 而并非完全不加改易的照录。 载于帅：
《清朝官代书的戳记与写状职能再探———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中心》， 《清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包世臣： 《说储》， 载包世臣： 《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储》， 李星等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１８０ 页。
冉光荣： 《 “藏彝走廊” 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简论》， 载石硕主编： 《藏彝走廊： 历史与文化》， 成都： 四川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１５ 页。
杨小平， 刘全琴： 《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 （１７５４—１９４９） 〉 俗语词考释四则》，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
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参见张晓霞： 《清代退婚文约之特点及真实性探讨———以巴县档案为例》， 《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杜成材， 吕燕平： 《安顺屯堡民间契约画押形式初探》， 《安顺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李景新： 《海南三亚崖城黎族民间地契初探》，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另外， 回
鹘文契约套语中如 “我 Ｐｕｓａｒｔｕ Ｓｉｎｑａｙ Ｑａｙａ 让买卖双方仔细口述书写 （此文书） ” 这样的表达。 载耿世民：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４１ 页。 亦有学者认为， 该句应依汉
文契约习惯译为 “依口述”。 参见张铁山， 崔焱： 《回鹘文契约文书参与者称谓考释———兼与敦煌吐鲁番汉文
文书比较》， 《西域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参见马建东， 温端政主编： 《谚语辞海》，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３５２ 页。
虽然在逻辑上， 契约代笔中的被代笔人也应仅为立契人一方， 但所表达的契约内容远非仅涉及立契人。
张晓霞： 《清代退婚文约之特点及真实性探讨———以巴县档案为例》， 《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 期。
杜正贞： 《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以晚清民初的龙泉司法档案为例》，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期。



整过程与契约的制作方式”。① 因而， 对契约现场的理解显然需要综合契约文本内外的多重材料。
就此， 晚清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关于契约场景的描述是极为难得的例证。 在其

“教供词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一回中，② 详细描写了一份借贷契约的拟写过程： 在达成

借款意愿后， 双方就利率等相关条款， “你争多， 我论少”， 反复商议后 “方才取出纸笔写借

据”。 以还款日期为例， 出借方表示： “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 你只在借据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说我借到某人多少银子， 每月行息多少， 这笔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 就本利一律清算归还， 咱就

借给你了。” 这些过于口语化的 “口述”， 显然无法以 “听写” 的方式照录到契纸之上。 在反复

商议后，③ 双方确认 “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 但是， 负责写契的借入方实在不知如何书

写和表达， 只好求助众人代为 “想个字眼”。 有人表示 “只要写 ‘等父亲死后’ 便了”， 有人表

示 “不如用 ‘等父亲殁后’ ”， 有人说 “不如写 ‘等做孤哀子后’ 罢”， 莫衷一是。 最后， 其只

好大价钱请一位 “稍微读过两天书” 的人代笔， 才确定在契约中， 双方关于还款日期的约定应

写 “ ‘待父天年’ 四个字”。④
在以上例证中， 从当事方口头的 “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 到最终契约条款中的 “待父天

年”， 鲜活地在契约场景中展现了 “依口代笔” 的实际过程。 其一， 契约书写与商议的过程可以

是相伴随的。 在书写者 “不知怎样写法” 时， 还需要再与另一方 “请教”， 通过商讨确定文字表

达。 易言之， 即使代笔所依据是某一 “口述”， 此 “口述” 亦非由某一人径自发出， 而应是对多

方信息的综合。 其二， 代笔者之书写显非 “依口录词”。 所谓 “依口而写之， 白家妪可晓”，⑤
而契约文本中颇为书面的 “待父天年”， 显非 “依口” 照录的产物， 而经历了代笔者复杂的总

结、 转化。 此时所谓的 “口”， 并非某一方之 “口述”， 而应是一个源自多方的信息集合。 进而，
在很多情况下， 契约之代笔或许并非一种 “授之以意， 辄令代笔”⑥ 的过程； 代笔者所据以书

写的， 并非某一方孤立发出的既已确定的 “口头语言” 或 “意思”， 而是对契约现场所呈现的繁

复信息的综合择取。
实际上， 代笔人在契约现场的主要任务， 其实正是准确地记载契约商议的过程、 议定的内容

等情况； 换言之， 契约文本本身就是对于契约现场的精简记述。 在清代诉讼档案中有相关记载：
“小的 （买主） 就置备酒席， 把柴魁珍的父亲柴贡 （代笔人）， 同中保张杭们都请到小的家吃酒

饭， 写立买地文约， 交给小的收执的。”⑦ 据此， 代笔人在写立买地文约时与中保等当事各方处

于同一场景之中。 在此意义上， 代笔人的工作与其说是针对某一人或几人的 “依口”， 毋宁说是

针对某一综合场景的 “依议”， 即所谓 “凭仲人居间议价， 代笔人依议写契， 在竟人看明画

押”。⑧ 清水江契约中也有此类表达： 代笔人会在记述 “众等谪 （商） 议” 后， 自署 “众等议代

笔姜云彩”，⑨ “众议杨镜亭笔”，�I0 或 “依众口姜廷瑾笔”。�I1 因而， 从契约现场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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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瞿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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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明： 《 〈老乞大〉 与 〈朴通事〉： 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年， 第 ３０ 页。
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５７－５５９ 页。 本段之引用均自此。
双方就此条款的确实含义还有一番争论： 借入方表示： “我借你的钱， 怎么要等你的爸爸死了还钱？ 莫非你这
一笔款子， 是专预备着办你爸爸丧事用的么？” 出借方回应： “呸！ 咱说是等你的爸爸死了， 怎么错到咱的爸
爸头上来！” 随后借入方的心理活动是： “我老头子不死， 无论约的那一年一月， 都是靠不住的， 不如依了他
罢。” 见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５７ 页。
在该案例中， 代笔人写完后， 出借方仍坚持要借入方亲笔对照临摹了一遍， “方能作数”。 故而上述例子虽非
严格意义上的代笔， 但亦或足资参考。
沈际飞： 《草堂诗余四集》， 载邓子勉编： 《明词话全编》， 南京：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５４８３ 页。
冯梦龙： 《警世通言》， 长沙：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７２ 页。
《题为审理广宁民人柴魁畛因买地起衅相争戳伤中人张杭身死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 藏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 （档号： ０２－０１－０７－０９３５７－００４）。
“福建顺昌县习惯”， 载法政学社编： 《中国民事习惯大全》， 台北： 台北文星书店， １９６２ 年， 第 ４０ 页。
张应强， 王宗勋主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１ 辑第 １２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３０７ 页。
有三份契约均有此注明， 参见张新民主编： 《天柱文书》 第 １ 辑第 ３ 册，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６８－１７０ 页。
张应强， 王宗勋主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１ 辑第 １２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３３０ 页。



所谓的 “口” 或 “议” 其实应指的是诸方商议之后整体的信息呈现。
要之， 代笔人据以书写契约内容的， 应为当事诸方的商议过程及 “议定” 的内容。 同时，

也正是代笔人的工作， 才最终标志着契约内容的 “议定” （即从 “口头” 向 “书面” 确定）。 据

此， 一般的代笔方式， 应是代笔人通过契式而对契约现场的特定化表达。 在此意义上， 代笔人所

书写之内容的指归， 并不在传达契约当事某一方之话语，① 而在于表达契约场景中多方商议的过

程和结果， 进而保障契约形式内容之可读与有效。

三、 “依稿代笔”： 草稿的誊正与契约的议定

（一） 契约之 “稿”
在 “依口代笔” 之外， 清水江契约中还有标注为 “依稿代笔” 的情况： 如锦屏县文斗寨一

件 “山林卖契” 中有 “依搞 （稿） 代笔光林” 字样，② 邻寨平鳌的一件 “卖杉木约” 中署明

“依稿代笔姜克荣”，③ 三穗县苗鸟村一件 “卖田契字” 中则注明为 “以稿代笔杨文松”。④ 其他

地域的传统契约中也见有 “依稿代笔”⑤ “依稿代字”⑥ “依稿代书”⑦ 或仅注明 “依稿”⑧ 的

情况。
“依稿代笔” 与 “依口代笔” 的关系为何？ 黄岩调查报告中一份用作写契样本的 “契约稿

本” 提供了回答： 该稿本中有 “依言、 依稿代笔李仙梅” 的表述，⑨ 并且 “依言、 依稿” 四字

左右并列， 意即 “依言代笔” 与 “依稿代笔” 并列为代笔书契的两种可能。 故此， 虽然在整体

数量上， 标明为 “依稿代笔” 的契约远非常见， 但从契约书写的角度， “依稿代笔” 应是堪与

“依口代笔” 并峙的另一重要代笔方式。
那么， “依稿代笔” 中的 “稿” 所指为何？ 在若干与正式契约存在联系的 “稿” 中，�I0 订立

正式契约前的 “草稿” 是最有可能的。 简牍研究的学者总结了 “草稿” 文书的三大特征： １. 书

写相对潦草， 有较多涂改痕迹； ２. 常以 “厶” 或 “君” 字替代人名； ３. 发文人名、 日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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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的是， 这与代写词状和代写书信场景中的代笔人全然不同； 此二者之代笔人的主要任务， 正在于传达
被代笔人的 “情词” 或 “口述”。
图版作 “搞”， 当为 “稿” 之误， 原释文亦径改。 载 ［澳］ 唐立， 杨有赓， ［日］ 武内房司主编： 《贵州苗族
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第 １ 卷， 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１ 年， Ａ－〇一九一。
［澳］ 唐立， 杨有赓， ［日］ 武内房司主编：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第 ２ 卷， 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
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２ 年， Ｂ－〇一九四。
贵州省档案馆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三穗卷》 第 ２ 辑第 １０ 册，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３７ 页。
另外， 三穗县的一件民国年间的契约中， 也有 “以稿代笔耿政富” 的字样。 载贵州省档案馆编： 《贵州清水江
文书·三穗卷》 第 ２ 辑第 ９ 册，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２８ 页。
参见如 “林俊路山场判契”， 载张忠发主编： 《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文书契约》 下， 福州： 海
风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６５－６６ 页； 刘道胜：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３２ 页； “光绪三十二年徽州宗姓阄书”， 载章有义编著： 《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３５３－３５４ 页； 熊德山， 彭志才： 《清代南昌干氏家族研究———以地方史志资料为中心》， 《地方文
化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尽归管垦业股份字”， 载： 《台湾私法物权编》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 新北：
台湾大通书局，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６８７－１６８８ 页。
参见如 “陈伏生山园卖断契”， 载张忠发主编： 《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文书契约》 下， 福州：
海风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５－１６ 页； 张永钦， 陈支平： 《从民俗学的视野考察清代民国时期闽台地区的赎妻文
书》，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参见春杨： 《从徽州私约看晚清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 载朱诚如， 王天有主编： 《明清论丛》 第 ８ 辑，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３５ 页。
“合约水圳字”， 载 《台湾私法物权编》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第九辑， 新北： 台湾大通书局，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１８５－１１８７ 页。
参见田涛等： 《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 下册，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３５－３６ 页。
其他对契约之 “稿” 的可能解释， 尚有清代地方的 “官发契稿” 或正式立契前的 “草议” 或 “议单”。 但前
者的使用方法是 “填写”， 而非据以写契， 后者类似于一种 “本约” 的 “预约”， 应均非所指。 参见张传玺主
编：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１４２９ 页； 杨国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
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３７ 页； 范金民： 《 “草议” 与 “议单”： 清代江南田宅买卖文书的订
立》，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缺失。① 也有学者认为， 草稿的特征为 “有删补痕迹， 有替代符号， 有时书写也较潦草”， 但后

两项并非绝对。② 经过仔细爬梳， 清水江文斗寨的契约中可以难得地找到大略符合前述 “草稿”
描述的两组文书：

表 ２： “姜某某卖木契” （文书 １）③ 及 “姜廷伟卖木并山契” （文书 ２）④

１
２

立断卖地　 杉木　 　 姜厶厶， 为因家下缺少费用， 无出， 自愿将到先年得买之地，
立断卖地并杉木六房姜廷伟， 为因家下缺少费用， 无出， 自愿将到先年得买之地，

１
２

坐落地名干榜山。 上凭顶， 下凭冲， 左凭岭以下　 凭冲， 右凭岭以下凭厶厶嫩木为界，
坐落地名金榜山， 上凭顶， 下凭冲， 左凭岭以下截凭冲， 右凭岭以下凭廷伟嫩木为界，

１
２

四至分明。 此山分为四十两， 厶厶名下占三两七钱五分。
四至分明。 〈此山分为四十两， 廷伟名下占三两柒钱五分。〉⑤

１
２

今凭房族弟兄出断　 与姜映飞名下承买为业， 当日凭三面议定价银肆两四两五钱正，
今凭房族弟兄出断卖与姜映飞名下承　 为业。 当日凭三面议定价　 　 　 四两五钱正，

１
２

亲手领回家用。 其木任凭买主管， 卖主不得异言。 今欲有凭， 立断约存照。
亲手领回家用。 其木任凭买主管， 卖主不得异言。 今欲有凭， 立断约存照。

１
２ 内添拾九字。

１
２ 外批： 其有老合同未拔， 日后长大砍伐， 地归映辉。

１
２ 凭中： 姜光明； 代笔： 姜光士

１
２ 嘉庆拾捌年十二月十一日　 立

表 ３： “范某某佃契” （文书 ３）⑥ 与 “范炳芝佃种地合同栽杉木字” （文书 ４）⑦

３
４

立 〈佃〉 种地 ［分］ 合同栽杉木字人岩湾寨范厶厶， 情因登门佃 ［合同］ 到
立 　 佃　 种地　 　 　 合同栽杉木字人岩湾寨范炳芝， 情因登门佃　 　 　 　 到

３
４

文斗　 姜世珍、 俊、 官三老家之山壹块， 地名尾现， 界趾： 上凭范本发 〈山〉，
文斗寨姜世俊、 珍、 官三老家之山壹块， 地名尾现， 界至： 上凭范本发之山为界，

３
４

下抵河， 左凭 ［岭］ 〈冲〉 　 　 　 与洪　 为界， 右凭马姓　 山与大冲为界。
下抵河， 左凭　 　 　 冲 ［右凭］ 〈以洪〉 为界， 右凭马姓之山以大冲为界。

３
４

此山地主、 栽手言定五股均分， 地主占叁股， 栽手占贰股。
此山地主、 栽手分为五股， 　 　 地主占三股， 栽手占弍股。

３
４

恐说无凭， 立此佃种地合同， 永远发达存照。
恐说无凭， 立此佃种地合同， 永远发达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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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瞿　 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李均明， 刘军： 《简牍文书学》，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６５－１６６ 页。
参见邢义田： 《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 副本、 草稿和签署问题》， 《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８２ 本第 ４ 分册， 第 ６６６ 页。
陈金全， 杜万华主编：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０３ 页。
陈金全， 杜万华主编：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３１ 页。 在表 ２ 中， 序号 １、 ２ 后的文字， 分别为文书 １、 ２ 的录文； 为了突出两者的对比， 排版时
尽量将两个文本中一致或相近的内容上下对照呈现。 表 ３ 亦同。
关于引文所使用的符号： 〈此山……五分〉， 指原文书中的添入字； ［分］， 指原文书中的删去字。 本处自 “此
山” 至 “五分”， 共 １８ 字， 与该契约末所标注的 “内添拾九字” 有差。
陈金全， 杜万华主编：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４７６ 页。
张应强， 王宗勋主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１ 辑第 １２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３３ 页。



续表

３
４ 内添二字又徒二字。

３
４ 凭中、 代笔范锡龄

３
４

光绪拾玖年捌月二十日立
光绪拾玖年捌月二十日立

　 　 表 ２ 和表 ３ 所展示的， 均应是同一文本的 “草稿” 与 “正本” 的不同形态。 文书 １ 和 ３ 的

特点， 不仅在于书写相对潦草且有较多删改痕迹， 而且常用 “厶厶” 代替真实名字， 中人、 代

笔的姓名等信息也不完整； 这基本符合前述关于 “草稿” 文书的特征。 此外， 还值得注意的是，
每组文书内部细微的文字变化。 如文书 １ 开头的 “立断卖地杉木姜厶厶”， 在文书 ２ 中写作 “立
断卖地并杉木六房姜廷伟”， 不仅在 “地” 与 “杉木” 两个标的物间增加了 “并” 字， 而且在

卖主姓名前加书 “六房”， 显然更为正式； 再如， 文书 ３ 的契名为 “立种地分合同栽杉木字”，
而在文书 ４ 中通过添字 （ “佃” ） 删字 （ “分” ）， 改为更规范的 “立佃种地合同栽杉木字”，①
并且， 文书 ３ 自身在后续再次提及契名时就已改为 “立此佃种地合同”， 这说明契约的书写应处

于一种 “随写随改” 的状态， 修改未必是在书写整体完成之后才进行的；② 又如， 文书 ３ 中关于

四至的描写 “左凭岭” 在文书 ４ 中被删改为 “左凭冲”， 由 “岭” 而 “冲” 是一个较为重要的

修订， 有可能反映了契约书写过程中当事诸方对具体界址的最终确认。 在另一清水江契约 “某
某卖木契” 中也有类似情形：③ 文书中山场四至的 “上、 下” 部分完整清晰， “左、 右” 部分则

写为 “左凭厶厶， 右凭厶厶为界”， 或即因为制作该文书时， 尚有部分界址情况并未完全探知清

楚， 故而姑以 “厶厶” 标注。 据此， 可以认为在清水江的村寨契约书写实践中， 存在由 “草稿”
而正式文书的契约代笔方式， 进而所标注的 “依稿代笔”， 应指代笔人依据 “草稿” 增删誊正而

制作正式契约的方式。
（二） 誊正与议定

传统契约实践中， 确实存在与先拟 “草稿” 相类似的、 先拟写略去部分信息的文书， 再据

以写正契的做法。 比如 “卖地先书无名约据” 的契约习惯。④ 另外， 元末明初的 《朴通事》 一

书中还记有写契稿的情境： “秀才哥， 你与我写一纸借钱文书。 拿纸墨笔砚来， 我写与你。 这文

契写了， 我读你听。”⑤ 其文本内容中， 借款额确定 （ “五十两整” ）， 但利率 （ “每两月利几

分” ）， 还款日期 （ “限至下年几月归还” ）， 中保人 （ “代保人某， 同保人某” ）， 立契日期

（ “某年月日” ） 都未明确； 其特征是条款确定而信息留空， 故而 “恐怕是为了人们在借钱时有

所参考或套用”， 更符合 “契式” 的定义。⑥ 然而， 上述情形表明， 实践中的确存在依据某一缺

少特定信息的文书而制作正契的情况。
实际上， “依稿代笔” 的说法在前述官代书 “做状” 的情境中也有体现。 一般而言， “在

‘做状’ 下面， 要求写明状词的本种， 记入 ‘代作’ ‘代书’ ‘依口代书’ 等字样， 意味着状词

是由官代书根据告状人的口述一手草拟填写； 记入 ‘弟许升堂’ ‘自稿’ ‘来稿’ 等字样， 意味

·２９·

　 思想战线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０ 卷 №. １， ２０２４ Ｖｏｌ. 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之所以称其更为 “规范”， 系因目前经眼同寨契约中类似情形一般均写 “佃种地”， 少有直书 “种地” 者。 如
“立佃种地栽杉约”， 参见 ［澳］ 唐立， 杨有赓， ［日］ 武内房司主编 《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 第 ２ 卷，
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２ 年， Ｃ－〇〇五〇。
此种情况应与前引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的写契场景相类， 参见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北
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５７－５５９ 页。
参见陈金全， 杜万华主编：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５４２ 页。
“河南中牟县习惯”， 载法政学社编： 《中国民事习惯大全》， 台北： 台北文星书店， １９６２ 年， 第 ６４ 页。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 （影印本），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１９７８ 年， 第 １１０－１１３ 页。
参见徐忠明： 《 〈老乞大〉 与 〈朴通事〉： 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年， 第
７４ 页。



着状词草稿是由本人或请他人写就， 再由官代书誊抄填写”。① 因此， 与 “依口代书” 相对的，
是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草稿代为誊写” 的情况，② 而 “此时的 ‘代写’ 实则只是一种照词全录

的抄誊， 官代书一般并不会主动更改状词”。③
与 “依口代笔” 相类似， “依稿代笔” 也容易给人一种不加改易、 照稿 “抄写” 的印象。

但以前述 “草稿” 与 “正本” 的区别来看， 契约的 “依稿代笔” 或许并非简单地全然照誊， 而

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书写过程。 首先， 上述例证中 “随写随改” 的状态， 展现出契约 “草稿” 的

制作过程本就伴随并体现着商议的场景。 同时， 对尚不明晰的条款还可以留空以待补足，④ 这种

未确定的状态本就是 “草稿” 的应有之义。 在此意义上， “草稿” 的意义起码在于两点： 其一，
它提供了符合特定交易情境的契约格式、 套语等内容； 其二， 它记录了前期商议已确定的部分条

款， 而让后续商议得以更为集中于尚未落定的问题之上。
其次， 在书写上， 由 “草稿” 而 “正本” 应是一种 “誊正” 的过程， 但就契约内容而言，

其实是一种契约 “议定” 的过程。 易言之， “依稿代笔” 所依据的 “草稿” 实为一种前期商议

场景在纸面上的呈现， 其虽然已经书面化， 但契约内容并未真正 “议定”。 依据前文两组文书的

对比， 代笔人对 “草稿” 的 “誊正” 约略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文字表达上斟酌修改， 其次是

检视已商议的条款是否需要重加更正， 最后更需补足 “草稿” 中尚待确定的契约内容。 经过这

一书写上的 “誊正”， 契约的内容也得以随之 “议定”。 故而， 如果细分商议场景的话， “稿”
其实是 “前期商议” 的凝结， 而 “依稿代笔” 所描绘的则是最终议定的过程。

总体而言， 清水江契约中标注 “依稿代笔” 的情况仍属少数， 据此， 其虽在逻辑上成立为

与 “依口代笔” 并列的两种契约代笔方式， 在数量上或可以被看作 “依口代笔” 的例外。 而有

趣的对比是， 对清代台湾官代书的研究发现， 虽然 “在官府的期待中， 官代书应当扮演 ‘依口

代笔’ 的角色”， 但人们 “极少来找官代书代作词状， 人们与代书互动的方式并非依口代笔， 绝

大多数的人们是带着他人拟好的词稿去找官代书誊抄、 盖戳”。⑤ 与契约代笔不同， 在涉及诉讼

的词状书写上， 人们更多地选择了 “依稿代笔”。 这两种代笔方式当然有所区别， 起码在契约的

现场， “依稿代笔” 者显然可以有更充足的事先准备， 因而适用于更强调契约之正式程度的情

形。⑥ 但无论何种代笔方式， 其所依据的都应是当事诸方的商议； 虽然 “依稿代笔” 中前期商

议的结果可以呈现在 “稿” 中， 但两种情况下代笔人在契约内容最终 “议定” 时的角色是类

似的。

四、 契约的代笔方式与代笔人角色

（一） 听写、 誊写与书写

以上从 “依口代笔” 和 “依稿代笔” 两个角度， 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梳理了传统契约的代

笔方式。 但是， 在更一般性的层面上， 代笔人的书写是何种性质的书写？ 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对契

约代笔活动的一般性认识， 也会影响对契约中代笔人角色的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 契约的代笔与一般意义上的 “捉刀代笔” 并不一致。 后者在 “代笔” 的过

程中， 无论是代写诗文还是代笔书画， 除了有可能需要部分考虑被代笔者的口吻、 风格外， 其实

与 “亲笔” 并无二致； 代笔者仅在作品完成之后才隐身退出， 并将作品冠以 “雇主 ／被代笔者”

·３９·

“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瞿　 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小春： 《诉讼文书所见清代徽州状词格式的演变》， 载卞利主编： 《徽学》 第 ９ 卷，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４３ 页。
参见郑小春： 《清朝代书制度与基层司法》， 《史学月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于帅： 《清朝官代书的戳记与写状职能再探———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中心》， 《清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如在前述 “某某卖木契” 中有 “当面凭中议断定价银厶两” 的文字， 应属尚未约定价款。 载陈金全， 杜万华主
编：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５４２ 页。
吴俊莹： 《台湾代书的历史考察》，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硕士论文，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５４ 页。
以前引清水江文书中的几件 “依稿代笔” 的契约来看， 无论从字迹端正整洁、 格式上 “抬头” 的使用、 表达
上的完整清晰等各个角度而言， 其正式程度相较而言都是比较高的。



的名号。 换言之， 相对而言， 此种代笔作品是代笔者之 “实” 与被代笔者之 “名” 的机械结合。
但在契约代笔的情况下， 代笔者和被代笔者都是始终显现的， 文本的完成因需要被代笔者的

“在场” 而并非代笔者的 “亲笔” 行为； 并且， 在最终的 “代笔作品” 中， 代笔者之 “名” 不

是可以， 而应是必须被记载的。①
依据前文的分析， 契约代笔的过程比一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 而这种繁复程度其实正源于

“代笔书写” 与 “亲笔书写” 之间的巨大差异。 具体而言， 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形式层面， 因为

即使是亲笔者也需要对契约格式的熟稔； 其区别的关键在于内容层面， 即在代笔的情况中， 书写

的环节中多了一个 “代理人”。 在亲笔的情况中， 书写者系处于 “我手写我口” 或 “我手写我

心” 的状态； 而代笔写契则不然， 其属于 “我手写人口” 乃至于 “我手写人心” 的情况。 易言

之， 契约的内容本应由当事各方协商确定并直接书写于契纸之上， 但由于书写能力或其他原因，
这些之于各方权利义务安排至关重要的条款信息， 却需要 “传递” 给一个常被认为置身事外的

“他者”， 并依据其对所接收信息的理解和对契约格式的掌握， 来完成正式契约的书写。 须知道，
在这位 “他者” 的笔下所落定的内容， 是在后续可能的契约纠纷中保障各方之合意得以执行的

最为主要和直接的凭据， 而这些都仰赖信息 “传递” 过程的准确、 完整以及代笔者对信息记录

的忠实———对于很可能没有读写能力的契约当事人而言， 这无异于一次大胆的冒险。 同时， 正因

为此种冒险般的信息传递， 也使得代笔书写的过程显得更为繁复。
那么， 在契约书写的过程中是如何进行契约内容信息的 “传递” 呢？ “依口” 和 “依稿”，

即是契约当事人可以选择的两种主要方式。 从书写方式的角度来看， 如前所述， 前者常被认为是

一种 “听写”， 而后者则被看做是 “誊写 ／抄写”。
“听写 （ｄｉｃｔａｔｉｏｎ） ” 与 “誊写 ／抄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 均系有所依据的 “写”， 只不过前者

依据听到的口头语言进行纸面记录， 而后者则依据一份书面文本而照录为另一份书面文本。 在最

严格的意义上， 无论是 “听写” 还是 “誊写”， 均只是文本之物质载体的变化， 即从口头到书面

或从书面到书面， 并没有实质意义上地变易文本本身。 在此过程中， 作为 “代理人” 的代笔者

应该是当然隐身的， 除了完成文本形式的转化， 代笔者并不应当加入、 改变或删减任何信息。②
但是，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契约文本并非照录的口头语言， 草稿到正本

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重加修订之处。 显然， 无论是对于并不具备专业契约知识的当事人， 抑或是

尚嫌粗糙的草稿而言， 契约文本信息在转录的过程中， 都经历了较为深度的处理。
因此， 代笔人对契约文本的参与， 显然不是简单的 “听写” 或 “誊写”。 依图 １ 所示， “代

笔 ／依口代笔” 者在契约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上， 需要综合处理 “当日议定” 的内容和 “契式知

识”， 从而完成契约正本的制作； 而在 “依稿代笔” 情况下， 契约现场的代笔人尚需在上述两项

的基础上， 同时考量 “契约草稿” 所呈现的前期商议结果， 进而完成最终的契约。 因而， 代笔

者所进行的工作并非简单的 “输入—输出”， 而是 “多方输入—综合处理—输出” ———而在处理

多方信息的过程中， 代笔者的主体性显然无法完全 “隐身”。 在此意义上， 代笔人的活动与其说

是 “听写” 或 “誊写”， 毋宁说更接近于一种 “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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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 这种区别类似于 “文学叙事” 和 “新闻叙事” 的差异， 后者因受到 “还原事实” 的限制而以
“信息传递” 为首要任务 （表达契约现场）， 故而不能完全归结为一种 “创造” 活动。 参见李凌燕， 马晓红：
《叙述者的主体表达与新闻的意义建构》，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在契约副本的制作中可见强调对文本不加改易的情况。 如在一份 “抄白” 中专门标注 “一字无虚”， 以显示
其据实照录。 载贵州省档案馆编： 《贵州清水江文书·三穗卷》 第 ２ 辑第 １０ 册，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３２ 页。



图 １： 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①

“书写” 与 “听写” “誊写 ／抄写” 的区别在于， 书写是更具备主体属性的， 即书写过程中

可以更多地体现主体自身的表达。② 换言之， 由于语言本身就具备的 “主观性”，③ 叙述者在进

行提供客观信息的 “命题表达” 之外， 还可以在叙事中融入话语主体对言说对象之立场、 态度

和情感的 “主体表达”；④ 相对于后二者而言， “书写” 显然更倾向于涵纳更多的 “主体表达”
成分。 因此， “听写者” 或 “誊写者 ／抄手” 可以被理解为仅是物质意义上的文书制作者， 而

“书写者” 则显然参与到了文本内容的创造 ／创作之中去。 当然， 契约代笔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

契约 “书写者”， 因为其所书写的内容仍主要是对被代笔者的表达。 更准确地说， “依口代笔”
的情况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在 “听写” 基础上的 “书写”， 而 “依稿代笔” 则应是 “誊写” 与

“书写” 的综合。 虽然受到 “口” “稿” 及 “契式” 等要素在内容及格式上的限制， 并且还存在

通过代笔人宣读契约以检查文书的习惯要求，⑤ 但可以发现， 代笔人仍有显身进行 “书写” 的

空间。 此种关于代笔活动起码部分地具备 “书写” 性质的认识， 或至少是对将其简单视为 “听
写” 或 “誊写 ／抄写” 的否定， 都足以使重新认识代笔人在契约中的角色地位成为必要。

（二） 代笔人角色： 书写抑或记录？
如前文已约略提及的， 代笔人在既往研究中的形象， 似乎更多是对其作为、 且仅作为契约之

文字记录者的强调。⑥ 因而， 要之， 代笔人因仅参与 “记录”， 故而仅对 “记录” 的真实性负

责， 并不实质参与契约。 此种论述中的 “代笔人”， 几近于今日之 “打印机” 或 “打字员”， 其

对于契约活动的意义仅在于将业已确定但尚未成文的契约内容形诸笔墨而已。
而实际上， 从前文所述的具备 “主体表达” 成分的 “书写” 角度来看， 代笔人在此中的角

色远非仅是 “打印机” 或 “打字员” ———其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记录者。⑦ 关于这一判断，
一方面系基于对代笔之 “听写” 或 “誊写” 性质的否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虽然受到诸多限

制， 但代笔人在契约中仍存在主观发挥的可能。
更为强调客观记录的， 其实是前文中常与契约代笔相对照的官代书 “做状”。 甚至， 设立

“官代书” 的一大原因， 本就在于防范民间代笔者 （如 “讼师” ） 的主观发挥： “各属点充代

·５９·

“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瞿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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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此图为笔者自制。
此处所使用的更为狭义和具体的 “书写” 概念， 与前文在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 “书写” 有所区分。
参见沈家煊： 《语言的 “主观性” 和 “主观化” 》，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Ｊｏｈｎ Ｌｙｏｎ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ｐ. ５０－５６．
李凌燕， 马晓红： 《叙述者的主体表达与新闻的意义建构》， 《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参见瞿见： 《清水江契约缀合及辨伪三则———兼论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参见刘高勇， 屈奇： 《论清代田宅契约订立中的第三方群体： 功能及其意义》， 《西部法学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关于代笔人的作用， 另可参见陈峥： 《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３０－２３２ 页。
另外， 从清水江文斗寨支付 “笔银” 和 “中人钱” 的对比中 （ “笔银” 较 “中人钱” 在交易中的占比和数额
相对略高或至少比较接近）， 也可以体现代笔人在契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参见瞿见： 《清代村寨代笔中的
“笔银”： 基于黔东南文斗寨的研究》，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书， 须给戳记， 原为愚民不谙文义， 令其依口代书而设， 并防讼师作状， 以杜刁唆。”① 而针对

契约代笔， 元代曾置有专门的 “写契人”，② 其要求是 “能书写、 知体例、 不枉屈”。③ 可以发

现， 在功能性的 “能书写、 知体例” 之外， 写契人还需要具备 “不枉屈” 的品性， 此亦意味着

其实际上具有 “枉屈” 的操作空间。 在彼时识字水平有限的苗地多见此种情况的记载。 《岭表纪

蛮》 提到， 因 “苗人不识文字”， 故而 “代笔者， 多为汉人”， 而这些人 “大都无聊之极， 不容

于乡土， 乃流落苗山， 以敲诈为生活者， 故苗人每被愚弄”， 以至于在苗地从刻木为契到改用汉

字契约后， “纠纷每多发生于字契之中”； 论者甚至痛陈 “代书字契， 流弊又深”。④ 可以想见，
如果代笔人之所为真的仅为文字记录的 “专门性的工作”，⑤ 而没有从中进行 “错误” 的主观发

挥的话， 则显然不会产生上述流弊。 在一定意义上， 要求代笔人必须客观照录， 本身就是一种对

其主观层面的要求了。
进一步， 如果契约活动中代笔人的角色并不止于 “记录” 的话， 那么对其笔下之契约本身

性质的理解， 似乎也有重加考量的必要。 在此意义上， 因契约制作中代笔人 “主体表达” 的可

能存在， 契约或许并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全然的关于事实记载的 “记录”，⑥ 而可能更接近于一种

客观基础上的 “说法” 或 “叙述”。⑦ 从此出发， 在 “叙述技巧” 等层面的分析， 就应被纳入关

于契约文书的分析之中。⑧ 要之， 建基于对代笔人书写及其在契约活动中角色的不同理解， 可能

导致对于传统契约本身性质的截然不同的认知。
总体而言， 无论是听写、 誊写还是书写， 均是将口头合意固定于契纸之上的方式。 某种程度

上， “书写” 本就是一项固定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以供未来分析转译的技术，⑨ 人们可以通过 “书
写” 而保存变动不居的 “当下”， 并因之保留了在未来将本应转瞬即逝的 “当下” 再情景化

（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为鲜活、 一致、 明确且可查的状态的可能。�I0 在上述意义上， 代笔人在契约

书写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及其在契约活动和契约关系中的角色地位， 对于重新审视传统契约的

书写过程， 乃至契约文书本身之性质而言均堪谓重要。

五、 结　 论

上文以对 “依口代笔” 和 “依稿代笔” 在清水江契约语境中的具体分析为切入点， 以清水

江文书为中心讨论了传统契约的代笔方式。 简言之， 契约的代笔， 即是通过特定程式对契约现场

进行选择性表达的过程。 其中， “依口代笔” 所指的是一种 “依议写契” 的代笔方式， 在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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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第 ２８７ 页。
徐忠明： 《 〈老乞大〉 与 〈朴通事〉： 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年， 第 ４１ 页。
胡祗遹： 《革昏田弊榜文》， 《紫山大全集》 （四库全书本） 卷 ２２， 第 ３６ 页。
刘锡蕃： 《岭表纪蛮》， 上海：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年， 第 １０４ 页。
李祝环： 《中国传统民事契约中的中人现象》， 《法学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６ 期。
参见储小旵， 高雅靓： 《论徽州契约文书文本的主要特征》，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张新民： 《从区域认知中国———清水江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文斗寨留存有一组符合此种描述的 “契约文书”； 相对于客观 “记录”， 这一组文书的行文中有较为明确的契
约之外的 “叙事目的”， 因而也应更接近于为了某一指归的 “说法” 或 “叙述”。 参见张应强， 王宗勋主编：
《清水江文书》 第 ３ 辑第 ９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２８－３２９ 页。 关于这一组文书背后故
事的剖析， 参见瞿见： 《清水江契约缀合及辨伪三则———兼论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在此问题上， 《档案中的虚构》 一书明确提醒研究者注意档案等文书中的 “叙述技巧”， 尤其是那些 “通过书
记官的笔和律师的忠告”， “以文学建构和皇家措辞影响目不识丁者的方式”。 此处的契约代笔人， 或许在形式
和内容层面上兼具该书所谓的 “提供程式的公证人” 和 “提供建议的代理人” 的角色。 参见 ［美］ 娜塔莉·
泽蒙·戴维斯： 《档案中的虚构： １６ 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 饶佳荣， 陈瑶译， 北京： 北京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１７－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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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 代笔人通过对契约场景中多方商议之过程和结果的表达， 在契纸上完成从口头语言到契

约语言的转化； “依稿代笔” 所描绘的， 则是通过契约议定而完成草稿誊正的过程， 其与前者的

区别， 是在契约现场加入了一份凝结了前期商议结果的契约草稿， 这一情况虽不常见， 但亦可成

立为与 “依口代笔” 并列的另一种契约代笔方式。
进而， 从书写性质的角度出发， 可以发现代笔人的活动并非 “听写” 或 “誊写 ／抄写”， 而

起码部分地具备主体表达意义上的 “书写” 性质。 借此， 可以反窥代笔人在契约中的角色： 其

形象并非既往认知中的 “打印机” 或 “打字员”， 而更应是被描绘为具有主观发挥之可能的契约

“书写者”。 从此一角度出发， “叙述技巧” 等因素就应当在解释和理解契约时被纳入考量。 据

此， 如果可以认识到传统契约有可能是被 “书写” 而非 “记录” 的， 或许可以为契约文书的深

入剖析展开新的分析维度。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ｂｙ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ｂ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ＱＵ Ｊ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ｕ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ｈｏｗ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ｗ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ｒａｆｔｓ” 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ｔ ｉ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ｄｅｎｏｔｅ “ｄｉｃ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ｓ 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ａ ｓｉｍｐｌｅ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ｒｅ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ｄｒａｆ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ｓ ａ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ｆａｃｔｓ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ａｓ ａ ｆ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责任编辑　 陈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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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口代笔” 与 “依稿代笔”： 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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